
作者简介:康勤(１９８０—)ꎬ合肥师范学院音乐学院讲师ꎬ主要研究方向:音乐理论、钢琴演奏与教学ꎮ

　 　 　 　

«学术界»(月刊)
总第 ２１６ 期ꎬ２０１６. ５

ＡＣＡＤＥＭＩＣＳ
Ｎｏ. ５ Ｍａｙ. ２０１６

论«乐记»对宋代理学家乐论的塑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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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音乐在中国古典文化中占有重要地位ꎬ«乐记»是中国古代重要的音乐理

论著作ꎬ它对宋代理学家的乐论影响巨大ꎮ 宋代理学家的主要乐论带有明显照搬«乐

记»的痕迹ꎬ«乐记»对其具有“塑形”之功ꎮ 这种影响除表现在基本母题、美学范畴、指
导思想等方面的一致性之外ꎬ在音乐接受心理层面亦有明显的表现ꎮ 与此同时ꎬ宋代理

学家乐论又对«乐记»思想进行了一定程度的归纳和提升ꎬ使其经过理学化的定型之后ꎬ
对宋代以后的音乐美学思想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ꎮ

〔关键词〕«乐记»ꎻ音乐ꎻ理学ꎻ乐论ꎻ塑形

宋代理学以及作为其组成部分的乐论ꎬ与«乐记» 〔１〕 存在非常密切的关系ꎮ
«乐记»是先秦音乐美学、音乐理论的突出代表ꎬ它“不仅是第一部最有系统的著

作ꎬ而且还是最有生命力、最有影响的一部著作”ꎮ〔２〕对于«乐记»ꎬ以往的研究者
更多地围绕其自身体系进行探究ꎬ集中对«乐记»中的礼乐关系、礼乐本质、以及

音乐功能等层面展开讨论ꎮ 诚然ꎬ此类研究固然重要ꎬ但往往偏重于共时性ꎬ致
使很多成果陈陈相因ꎬ往往忽视了«乐记»对中国哲学史和音乐史的深刻而具体

的影响ꎮ 本文认为«乐记»不仅是宋代理学的重要理论来源ꎬ同时也是其乐论思

想的渊薮ꎬ在理学家眼中«乐记»是与道学关系最为密切的儒家经典之一ꎬ二程、
朱熹等理学家都认为“唯«乐记»为最近道学者” 〔３〕ꎮ 因此笔者不揣浅陋ꎬ试从音
乐理论层面探讨«乐记»对宋代理学家乐论、乃至整个理学体系的意义ꎮ

一、«乐记»创生理学家乐论基本范畴

要梳理«乐记»与宋代理学家乐论及理学整体思想的关系ꎬ首先需要明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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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乐记»自身的定位问题ꎮ 目前来看ꎬ对«乐记»的研究还存在许多不够明朗的地

方ꎬ比如作者问题、产生年代以及版本传承问题等ꎮ 李学勤先生在«周易溯源»
一书中认为«乐记»的作者是公孙尼子ꎬ当为七十子的弟子ꎬ为战国初期人物ꎬ其
年代应在子思之后ꎬ孟子、荀子之前ꎮ〔４〕 这一观点目前在学界具有一定的说服

力ꎬ因此本文从此说ꎮ 另一个争论的焦点是«乐记»版本问题ꎬ笔者同意著名音

乐理论家吕骥的观点ꎬ〔５〕他认为«乐记»当存在两个版本ꎬ一个为河间献王刘德

所撰ꎬ经王定、王禹的传授ꎬ最终献于汉成帝ꎬ在«艺文志»中有«王禹记» (已亡

佚)ꎬ应该便是刘德所撰«乐记»ꎻ另一个当为«公孙尼子»二十八篇ꎬ后经刘向校

定为二十三篇ꎬ而收入戴圣«礼记»中的为前十一篇ꎬ后十二篇在刘向«别录»中
只存其目ꎮ

对«乐记»的作者、成书年代、版本问题有了基本的定位之后ꎬ下面具体讨论

它与宋代理学家乐论基本范畴之间的关系ꎮ «乐记»作为早期儒家艺术理论著

作ꎬ其中已经广泛涉及“天理”“性”“静”“情”“欲”等重要范畴ꎬ并对它们之间的

关系进行了初步的定位ꎬ这些观念经过历史的洗礼ꎬ到了宋代便成了宋代理学家

建构理学体系的宝贵资源ꎮ
宋代理学的整个理论体系及其主要理学家的乐论ꎬ实际上恰是围绕上述几

个范畴来展开的ꎮ 某种程度上这些范畴也是构建理学家乐论的思想基石ꎬ厘清

它们的含义及相互关系ꎬ对于把握理学家的理学思想和乐论思想具有十分重要

的基础性意义ꎮ 这些范畴中ꎬ“理” “性”无疑是最具本体性的ꎬ二程认为“性即

理”ꎬ朱熹在«二程遗书»中专列此条ꎬ并有非常翔实的记述ꎬ朱熹亦认为“天即

理”“性即理”ꎮ 可以说ꎬ这种观念最早开始于«乐记»ꎬ后经郑玄的进一步解释ꎬ
始得在儒家思想体系中延展开来ꎬ郑玄在解释«乐记»时称:“理犹性也ꎮ”以郑玄

为代表ꎬ汉儒的这种观念被以朱熹为代表的宋儒接受并加以系统化ꎬ从而形成了

构建学说的重要基石ꎮ
«乐记»除了认为“民有血气心知之性”之外ꎬ还有两段涉及“性”的文字:

«乐本»篇言“人生而静ꎬ天之性也”ꎬ«乐论»篇言“乐由中出故静”ꎮ 对于«乐记»
而言ꎬ“人性本静”是最基本的出发点ꎮ 这些认识深刻地影响了宋代理学及其乐

论思想ꎬ比如张载说:“赤子之心ꎬ人皆不可知也ꎬ惟以一静言之ꎮ” 〔６〕 但是需要指

出的是ꎬ理学家也并非亦步亦趋地机械搬用«乐记»思想ꎬ而是以此为起点ꎬ进行

了创造性地加工改造ꎬ程颢在«颜子所好何学论»中对“静”的认识是“真而静ꎬ其
未发也五性具焉ꎬ曰仁义礼智信” 〔７〕ꎬ对此ꎬ朱熹的解释是“五性便是真ꎬ未发时

便是静” 〔８〕ꎬ由此可以看出ꎬ在程颢、朱熹等宋代主流理学家的乐论中ꎬ“性”的本

质特征仍是“静”ꎬ但却并非像«乐记»一样将“性”或“静”的本体归为“血气”ꎬ而
是认为“仁义礼智信”为其根本ꎮ 这一转变就很有意思ꎬ“五常”肇始于先秦儒家

的伦理道德ꎬ虽然在儒家音乐体系中十分重要ꎬ但与人的本性并无必然联系ꎮ 但

是在理学家看来则并非如此ꎬ或者说他们人为地将“五常”与“性”“理”加以勾

连ꎬ从而使其在理学乐论中具备了更为充分的合理性ꎮ 由此ꎬ可以说宋代理学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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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乐论ꎬ一方面继承了«乐记»中“性”与“静”这样两个重要的哲学概念ꎬ另一方

面也同样认同两者之间的关系ꎬ只不过将“静”的内容定义成了具有鲜明伦理性

的“五常”ꎬ并以“五性”视之ꎮ 这一点恰是宋代理学家有意对«乐记»思想进行

修正的地方ꎮ
“静”是内心尚未萌动的原初状态ꎬ与“静”之本性相对的则是人的情欲ꎮ 故

«乐记􀅰乐本»言:“感于物而动ꎬ性之欲也ꎮ 物至知知ꎬ然后好恶形焉ꎮ 好恶无

节于内ꎬ知诱于外ꎬ不能反躬ꎬ天理灭矣ꎮ 夫物之感人无穷ꎬ而人之好恶无节ꎬ则
是物至而人化物也ꎮ 人化物也者ꎬ灭天理而穷人欲者也ꎮ 于是有悖逆诈伪之心ꎬ
有淫佚作乱之事ꎮ”这段文字认为人受到外物触动从而心性产生激荡这是正常

的现象ꎬ关键要对由此产生的“好恶”之心加以节制ꎬ如果人被外物诱惑而无法

节制ꎬ便会有“灭天理而穷人欲”的结果发生ꎮ 由此可见ꎬ宋代理学家乐论中对

“性”“天理”“人欲”之间关系的认识ꎬ在«乐记»中已经初具雏形了ꎮ 事实上ꎬ宋
代理学家对«乐记»的这一思想恰恰是进行了非常自觉地接受的ꎬ据南宋黄震

«黄氏日抄»所载:“明道尝曰天理二字ꎬ却是自家体贴出来ꎬ愚按«乐记»已有

‘灭天理而穷人欲’之语ꎬ至明道先生始发越大明于天下ꎮ” 〔９〕黄震为宋代著名学

者ꎬ晚于朱熹ꎬ而崇朱子之学ꎬ受理学影响非常深ꎬ所以其上述观点应该不是空穴

来风ꎮ 综合来看ꎬ在“天理”与“人欲”问题上我们便有了大致的线索ꎬ尽管在对

待“人欲”的问题上ꎬ«乐记»主张以“节”(节制)为主ꎬ理学家乐论主张以“去”为
主ꎬ但两者并无本质的不同ꎬ正如蔡仲德先生所言:“就‘人欲’的‘去’、‘节’而
言ꎬ二者确有程度上的不同ꎻ就将‘理’与‘欲’对立起来ꎬ主张‘反躬’以保存先

天固有的‘天理’而言ꎬ却不能否认它们在唯心论的本质上并无二致ꎮ” 〔１０〕 到了

宋代ꎬ«乐记»中“灭天理而穷人欲”的观念一变为二程的“灭私欲则天理明”ꎬ而
在朱熹那里ꎬ更是将这种观念发扬光大ꎬ甚至在他看来整个儒家经典都是围绕这

一问题展开的ꎬ“圣贤千言万语只是教人存天理ꎬ灭人欲”ꎮ〔１１〕

由此不难看出ꎬ从«乐记»到二程ꎬ再到朱熹实现了对“天理”和“人欲”问题

的系统化和哲学化ꎬ在«乐记»中“天理”与“人欲”这两个概念毕竟带有一定的

偶然性ꎬ而且两者的内涵也与理学家乐论中的含义不尽相同ꎬ«乐记»中所言“天
理”当更接近“天性”ꎬ郑玄便释“理”为“犹性也”ꎬ因此可以讲此处之“理”可以

视为“性”带有形而上特点的另一种称呼ꎬ而在宋代理学乐论中ꎬ“理”的内涵则

要丰富很多ꎬ它不仅是“性”的母体ꎬ也是对传统“礼”的哲学化ꎮ 就是说ꎬ理学家

乐论将先秦儒家所推崇的“礼”进行了哲学化的升华ꎬ使原来仅停留在日常道德

领域的伦理化的“礼”ꎬ变成了一种既兼具等级性ꎬ同时更具统摄力的“理”ꎬ从而

完成了“天理”对“人性” “情欲”乃至社会人生的全面掌控ꎬ从作用于外在的

“礼”ꎬ变成了干涉人灵魂的“理”ꎮ 这不能不说是儒家乐论思想的完善过程ꎬ尽
管其中对“人欲”的禁止ꎬ后来成了禁锢人性的糟粕ꎬ但理学家乐论对儒家核心

思想的创造性重构则是值得肯定的ꎮ 重构的过程尽管意义非常ꎬ但却少不了固

有资源的贡献ꎬ«乐记»恰是这种固有资源中值得重视者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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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格意义上讲ꎬ«乐记»对于宋代理学及其乐论基本范畴的意义ꎬ丝毫不亚

于«大学»和«中庸»ꎮ 或者说«大学»«中庸»是朱熹在北宋既有的理学框架下ꎬ
从义理层面对儒家典籍的再发掘ꎬ重在进一步强化新儒家的指导思想和行为规

范ꎬ相比之下ꎬ«乐记»则参与了北宋理学及其乐论的最初构建ꎬ因此它更具有本

体性意义ꎬ宋人卫湜在«礼记集说􀅰统说»中曾指出:“河南程氏曰􀆺􀆺«礼记»除
«中庸»«大学»ꎬ唯«乐记»为最近道学者ꎬ深思自得之ꎮ” 〔１２〕同样的记载亦可在朱

熹辑录的«二程遗书»之«畅濳道录»篇中见到ꎮ 应该说ꎬ朱熹肯定是能够意识到

这一点的ꎬ只不过元代以后“四书”在逐渐被官方经典化的过程中ꎬ地位愈发固

定ꎬ从而遮蔽了«乐记»本应有的光芒ꎮ

二、«乐记»规约理学家乐论基本母题

在谈完«乐记»对宋代理学及其乐论的整体贡献之后ꎬ下面谈谈其对宋代理

学家乐论的具体影响ꎮ 概而言之ꎬ这种影响主要表现在乐与政的关系、音乐美学

范畴ꎬ以及淫声雅乐之界限三个方面ꎮ 音乐与政治的关系一直以来便是儒家音

乐理论关注的对象ꎬ事实上周代典礼仪式便开始大量用乐ꎬ自此乐便与礼仪、政
治纠缠在了一起ꎬ较典型的例子如春秋时代吴公子季札出使鲁国ꎬ观周乐而知政

治得失(«左转􀅰襄公二十九年»)ꎮ 乐与政的关系ꎬ在«乐记»中获得了最充分

的表达ꎬ«乐记􀅰乐本»言:“礼、乐、刑、政ꎬ其极一也ꎬ所以同民心而出治道也ꎮ
􀆺􀆺是故治世之音安以乐ꎬ其政和ꎮ 乱世之音怨以怒ꎬ其政乖ꎮ 亡国之音哀以

思ꎬ其民困ꎮ 声音之道与政通矣ꎮ 宫为君ꎬ商为臣ꎬ角为民ꎬ徵为事ꎬ羽为物ꎬ五者

不乱ꎬ则无怗懘之音矣ꎮ 􀆺􀆺五者皆乱ꎬ迭相陵ꎬ谓之‘慢’ꎬ如此ꎬ则国之灭亡无

日矣ꎮ”尽管后来嵇康在«声无哀乐论»中提到了与之不同的观点ꎬ但不管怎么

说ꎬ以«乐记»为代表的儒家乐论在整个中国音乐理论的发展过程中是占据主导

优势的ꎬ而“声音之道与政通”的思想也构成了宋代乐论尤其是理学家乐论的重

要内涵ꎬ并表现出直接的继承性ꎮ 其中较突出者就是理学的开山之祖周敦颐ꎮ
周敦颐的乐论思想主要集中在«通书»中ꎬ该书专门辟有«礼乐»«乐»(上)、

«乐»(中)、«乐»(下)四篇讨论音乐问题ꎮ 其在«乐»(中)篇开篇即说“乐者ꎬ本
乎政也”ꎬ认为音乐的根本来源是社会政治ꎬ只不过在周敦颐看来政治、人心、天
地之气、万物之间是存在相互和合的关系的ꎬ即“政善民安ꎬ则天下之心和ꎬ故圣

人作乐以宣畅其和心ꎬ达乎天地ꎬ天地之气感而大和焉ꎮ 天地和则万物顺ꎬ故神

祗格鸟兽驯”ꎮ〔１３〕政治的良善ꎬ带来人心的和谐ꎬ人心的和谐会感染天地ꎬ进而又

使得万物和顺ꎮ 需要说明的是ꎬ政治、人心、天地、万物这些范畴在«乐记»中都

已经出现ꎬ而且对它们之间的关系也做了一定的说明ꎬ只不过与周敦颐较为周延

的理论言说相比ꎬ尚显得稚嫩ꎮ 比如ꎬ«乐记»在谈到乐的起源问题时ꎬ提出了著

名“感物说”ꎬ«乐本»篇开篇即言“音之起ꎬ由人心生也ꎮ 人心之动ꎬ物使之然

也”ꎬ承认人心与外物之间的感应关系ꎮ 同时ꎬ«乐论»篇亦提出“大乐与天地同

和”的观点ꎬ指出乐是符合“天地—自然”的规律的ꎬ某种意义上乐是天地间万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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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谐的体现ꎬ«乐礼»篇言:“地气上齐ꎬ天气下降ꎬ阴阳相摩ꎬ天地相荡ꎬ鼓之以雷

霆ꎬ奋之以风雨ꎬ动之以四时ꎬ煖之以日月ꎬ而百化兴焉ꎮ 如此ꎬ则乐者ꎬ天地之和

也”ꎮ 但需要指出的是ꎬ«乐记»在提出“感物说”和“大乐与天地同和”的观点之

后ꎬ却缺乏必要的理论勾连ꎬ所以在理论体系的圆融性方面尚显不足ꎮ 相较而

言ꎬ周敦颐的乐论体系可以用“俗变—心变—乐变—气变—俗变”这一模式来概

括ꎬ在这一体系中各单元之间的关系又并非是单向度的ꎬ而是具有回溯性的ꎬ比
如一方面“心变”可以带来“乐变”ꎬ但反之亦然ꎬ故其在«乐下»篇中又称:“乐声

淡则听心平ꎬ乐辞善则歌者慕ꎬ故风移而俗易矣” 〔１４〕 这便又构成了“乐变—心

变—俗变”的模式ꎮ
而且ꎬ周敦颐除了在体系上对以«乐记»为代表的传统乐论进行改造之外ꎬ

亦对传统儒家音乐美学的范畴进行了处理ꎬ他最为著名的“淡和”观便是对«尚
书􀅰尧典»«乐记»中“和”这一范畴再加工的产物ꎮ «周子通书􀅰礼乐»言:“礼ꎬ
理也ꎻ乐ꎬ和也ꎮ 阴阳理而后和ꎮ” 〔１５〕 这段话不仅将“礼”纳入到了“理”的范畴ꎬ
而且仍将“乐”的本质定义为“和”ꎮ 在此基础上ꎬ其“淡和”思想主要在«乐»
(上)和«乐»(下)两篇中有所体现ꎮ 周敦颐在«乐»(上)中指出:“故乐声淡而不

伤ꎬ和而不淫ꎬ入其耳ꎬ感其心ꎬ莫不淡且和焉ꎬ淡则欲心平ꎬ和则躁心释ꎮ” 〔１６〕 很

明显ꎬ他将传统儒家艺术观中的“乐而不淫ꎬ哀而不伤”改为“淡而不伤、和而不

淫”ꎬ认为只有将“淡”与“和”充分配合才能发挥乐的最大作用ꎬ消除人的躁动之

心ꎮ
周敦颐作为宋代理学开风气之先的人物ꎬ不仅改变了孔孟以来儒家道统中

绝的困境ꎬ而且“对尔后七百年的学术发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影响”ꎬ〔１７〕 这种评价

同样适用于音乐美学层面ꎮ 仍以“和”这一美学范畴为例ꎬ周敦颐对这一概念的

继承ꎬ在张载、朱熹、真德秀等人的乐论中亦得以延续ꎮ 首先来看张载ꎬ他言:
“古乐所以养人德性中和之气ꎮ 􀆺􀆺歌亦不可以太高ꎬ亦不可以太下ꎬ太高则入

于噍杀ꎬ太下则入于啴缓ꎬ盖穷本知变ꎬ乐之情也ꎮ” 〔１８〕很显然ꎬ此处的“古乐所以

养人德性中和之气”思想与周敦颐思想中由“乐变”而“气变”的“淡和”观念是

有联系的ꎬ从中我们亦可看到ꎬ周敦颐在张载思想中仅是起到了中介的作用ꎬ其
思想的本源当是 «乐记»ꎮ 张载上面的这段话在 «乐记» 中亦可寻到踪迹ꎬ
«乐记􀅰乐本» 载 “其哀心感者ꎬ其声噍以杀ꎮ 其乐心感者ꎬ其声啴以缓”、
«乐记􀅰乐情»称“是故志微、噍杀之音作ꎬ而民思忧ꎻ啴缓、慢易、繁文、简节之音

作ꎬ而民康乐”ꎮ 除此之外ꎬ张载在«礼乐»篇的开篇就指出:“礼ꎬ反其所自生ꎻ
乐ꎬ乐其所自成ꎮ 礼别异ꎬ不忘本ꎬ而后能推本为之节文ꎻ乐统同ꎬ乐吾分而已ꎮ”
很显然ꎬ这完全是由«乐记»中的“乐统同ꎬ礼辨异”的观念演化而来ꎬ只不过张载

将礼与乐的这种差异性纳入到了自己的理学体系中而已ꎬ从而使礼乐和合思想

更加具有逻辑上的合理性ꎮ
“和”这一音乐美学范畴ꎬ经过北宋周敦颐、张载的接受、利用ꎬ在南宋朱熹

的乐论中仍有充分体现ꎮ 朱熹认为音乐乃至乐器的最高境界便是对人的“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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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品性的培养ꎬ他将这种品性称为“正性”ꎬ其在«紫阳琴铭»中便直言“养君中

和之正性ꎬ禁尔忿欲之邪心”ꎬ〔１９〕这成了衡量音乐乃至乐器好坏的重要标准ꎮ 而

且ꎬ他也对周敦颐“淡和”思想提出了自己的观点:“古圣贤之论乐ꎬ曰和而已ꎮ
此所谓淡ꎬ盖以今乐形之ꎬ而见其本于庄正斋肃之意􀆺􀆺古今之异ꎬ淡与不淡ꎬ和
与不和而已ꎮ” 〔２０〕在朱熹看来ꎬ“和”与“淡”都是古乐具有的特质ꎬ但时过境迁ꎬ
今天音乐所追求的平和ꎬ很有可能与“和”的最初形态不尽一致ꎬ所以面对这种

实际音乐情况ꎬ“淡”似乎更容易达到ꎬ朱熹认为这恰是周敦颐提出“淡和”思想

的深层动机ꎬ«答廖子晦»之十四篇称:“古乐以和为主ꎬ而周子反欲其淡ꎮ 盖今

之所谓宽者ꎬ乃纵弛ꎻ所谓和者ꎬ乃哇淫ꎬ非古之所谓宽与和者ꎬ故必以是矫之ꎬ乃
得其平耳ꎮ” 〔２１〕由此可见ꎬ朱熹是对周敦颐的思想持肯定态度的ꎬ某种程度上朱

熹的乐论是带有辩证性的ꎬ与当时时代实际音乐状况结合相当紧密的ꎮ
宋代理学家乐论除了在对待音乐与政治的关系ꎬ以及在音乐美学范畴层面

直接沿袭«乐记»传统之外ꎬ在对待郑卫之音的态度上也存在同样的因袭ꎮ 实际

上ꎬ对郑卫之音的否定源自孔子ꎬ但却是在«乐记»«毛诗序»等文献中将之发挥

到极致的ꎬ而«毛诗序»的思想又来自«乐记»ꎬ所以严格意义上说ꎬ«乐记»对后

世艺术思想尤其是乐论的影响更为根本ꎮ «乐记»在其第一部分即«乐本»篇中

便指出:“郑卫之音ꎬ乱世之音也ꎬ比于慢矣ꎮ”对于“慢”ꎬ用«乐本»篇中的原话

解释便是宫商角徵羽“五者皆乱ꎬ迭相陵ꎬ谓之‘慢’”ꎬ如果一个国家充斥这种

“慢”音ꎬ那么“国之灭亡无日矣”ꎮ 同时ꎬ«乐记»中对这种音乐还有另外一个称

呼:“溺音”ꎮ «乐记􀅰魏文侯»篇记载了魏文侯与子夏的对话ꎬ魏文侯问子夏说

“敢问溺音何从出也?”子夏的回答是:“郑音好滥淫志ꎬ宋音燕女溺志ꎬ卫音趋数

烦志ꎬ齐音敖辟乔志ꎮ”综合来看ꎬ«乐记»认为作为“慢”音或“溺音”的郑卫之音

危害极大ꎬ就小处而言ꎬ可祸乱人心ꎬ使人们“皆淫于色而害于德”ꎬ就大处来说ꎬ
则会导致社稷易主、江山变色ꎮ 事实上ꎬ在宋代理学家中这种倾向是一以贯之

的ꎬ张载便说:“移人者莫甚于郑卫ꎬ未成性者皆能移之ꎬ所以夫子戒颜回也ꎮ” 〔２２〕

同时ꎬ“郑卫之音悲哀ꎬ令人意思留连ꎬ又生怠惰之意ꎬ从而致骄淫之心”ꎮ〔２３〕张载

对郑卫之声的否定是从人性角度进行的ꎬ这也代表了理学家乐论思想的总体倾

向ꎬ在他们看来郑卫之声是对“性”的扰乱ꎬ很容易激发人不适度的情欲ꎬ所以理

学家绝不称呼郑卫的音乐为“乐”ꎬ而只是以“音”称呼之ꎮ 其实ꎬ这种情况肇始

于先秦ꎬ«乐记»最开始便对“声”“音”“乐”这三个概念进行了区分ꎬ其中“乐”与
前两者的区别不仅是形式层面更为多元ꎬ最主要的是要表现出“德”的内涵ꎬ所
谓“德音之谓乐”是也ꎮ 郑卫之“音”相较于“乐”缺少的不仅是形式层面的合

适ꎬ更是内容方面的道德质素ꎬ前者只能祸乱人心ꎬ后者才可“养心”“治心”ꎬ所
以真德秀便说:“今世所用大抵郑卫之音ꎬ杂以夷狄之声而已ꎬ适足以荡人心、坏
风俗ꎬ何能有补乎? 故程子慨然发叹也ꎮ 然礼乐之制虽亡ꎬ而乐之理则在ꎮ 故

«乐记»又谓‘致礼以治身ꎬ致乐以治心ꎮ’” 〔２４〕由此ꎬ足见«乐记»思想对宋代理学

家音乐雅俗观的深刻影响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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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ꎬ宋代理学家的乐论各有侧重ꎬ而且由于他们的乐论是整体理学思想的

组成部分ꎬ所以相较于先秦«乐记»ꎬ往往表现出更具体系性的一面ꎮ 但一个不

争的事实是ꎬ在基本母题、美学范畴、指导思想等方面还可以看到它们明显因袭

«乐记»的痕迹ꎬ而且除了周敦颐将“淡”引入乐论体系之外ꎬ理学家的乐论也并

无多少新意ꎬ并未脱离«乐记»中的既定讨论方向ꎮ 从这个意义上说ꎬ«乐记»对
宋代理学家乐论起到了最为基础的“塑形作用”ꎮ

三、«乐记»孕育理学家音乐接受观

音乐心理学是现代音乐研究中一个较为重要的学科ꎬ音乐对人的影响往往

是带有潜移默化性质的ꎬ考察这种影响的发生机制是现代心理学的重要研究维

度ꎮ 诚然ꎬ这一视角属于现代学科范畴ꎬ但早在«乐记»中便已经有了非常充分

的相关论述ꎬ并得到了宋明理学家的呼应ꎮ
上文已有所涉及ꎬ«乐记»中有一篇讲到魏文侯与子夏的一段对话ꎬ子夏向

魏文侯比较系统地解释雅乐与俗乐之间的内在区别ꎮ 这段对话在音乐美学史上

具有一定的影响ꎬ因为它从十分理性的角度剖析了两者在精神实质上的不同ꎮ
但我们往往忽略这段对话的起因ꎮ 魏文侯对子夏说ꎬ他听“古乐”唯恐自己会睡

着ꎬ但听“新声”则会不知疲惫ꎮ 由此ꎬ两人才展开了对雅俗问题的讨论ꎮ 实际

上ꎬ魏文侯向我们展示的恰恰是接受者在欣赏音乐时的复杂心理现象ꎮ 作为一

个城邦的君主ꎬ魏文侯的道德素养和知识水平不可谓不高ꎬ按理说ꎬ乐于欣赏高

雅的古乐应该合情合理ꎬ而事实上ꎬ他则对节奏欢快的俗乐情有独钟ꎮ 可以说ꎬ
魏文侯的内心矛盾ꎬ恰代表了一种普遍的音乐接受心理ꎬ比如在宋代初期的太

宗、真宗、仁宗这里ꎬ按照«宋史􀅰乐志»的记载ꎬ他们私下里都曾钟情俗乐ꎬ甚至

亲自制作教坊乐曲并加以演奏歌唱ꎬ但对外则要营造一种高雅的品味ꎬ不承认自

己喜欢俗乐ꎮ〔２５〕这种矛盾就其实质而言ꎬ乃是音乐接受心理层面理性与情感的

冲突ꎬ它往往具有普遍性ꎮ
理学家是承认这种复杂的心理现象的ꎮ 这似乎与我们一贯的认知不尽相

同ꎬ较突出的例子就是朱熹ꎮ 朱熹尽管仍然没有摆脱北宋理学家的正统观念ꎬ但
其难能可贵之处是ꎬ能以一种辨证的眼光来审视古与新的问题ꎬ他反对机械刻板

地复兴古乐、古礼ꎬ他说“况今去孔、孟之时千有余年ꎬ古乐散亡ꎬ无复可考ꎬ而欲

以声求诗ꎬ则未知古乐之遗声ꎬ今皆以推而得之乎? 􀆺􀆺则今之所讲ꎬ得无有画

饼之讥乎?” 〔２６〕认为一味地推崇所谓的上古雅乐ꎬ无异于画饼充饥ꎬ其结果只能

是越来越僵化ꎮ 正因如此ꎬ朱熹有时也不免会陷入«乐记»中魏文侯的困境之

中ꎬ即在理性的接受层面他对古乐或雅乐仍充分肯定ꎬ但在感性的接受心理上ꎬ
他则对俗乐犹抱琵琶半遮面ꎬ在«朱子语类»卷 ９２ 中有这样的记载:“胡问:‘今
俗妓乐不可用否?’曰:‘今州县都用ꎬ自家如何用不得?’亦在人斟酌ꎮ” 〔２７〕 就是

说只要稍加节制ꎬ甚至是最为道学家所反对的“妓乐”都是可以承认的ꎬ只不过

欣赏这样的音乐时要有一定的条件ꎬ即以不放纵情欲ꎬ达到理与欲的平衡为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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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ꎮ 因此ꎬ与其说朱熹的乐论带有向现实妥协的倾向ꎬ毋宁说他的这种做法ꎬ恰
是他洞悉音乐接受心理之奥秘的明证ꎮ

«乐记»除了在雅俗问题上触及音乐接受心理之外ꎬ其“德育”思想也属于这

一维度ꎮ 以«乐记»为代表的先秦音乐理论认为ꎬ音乐是与人的内心以及内在情

感相联系的ꎬ内心的感情最初通过语言表达出来ꎬ但当这种感情达到一定浓度的

时候ꎬ便会以歌咏之ꎬ甚至是手舞足蹈ꎮ 正因如此ꎬ中国古代乐论一方面重视通

过音乐反观人的内心是否和谐ꎬ另一方面ꎬ也异常重视音乐对人心的熏陶ꎬ试图

通过潜移默化的方式实现对人心的干预ꎬ在润物细无声之中培养优良的德行ꎮ
这种对接受心理的重视ꎬ在理学家的乐论思想中仍在延续ꎮ 比如上文提到的周

敦颐ꎬ便认为欣赏音乐会使人的内心平静ꎬ达到“欲心平”“燥心释”的效果ꎬ就是

说通过音乐的作用ꎬ会使接受者消除纷杂的欲望ꎬ释放烦躁的情绪ꎮ 与周敦颐的

倾向相一致ꎬ张载借助对郑卫之音的心理学剖析ꎬ从另一个层面强调了音乐对接

受者内心的影响ꎬ他说:“郑卫之音悲哀ꎬ令人意思留连ꎬ又生怠惰之意ꎬ从而致

骄淫之心ꎬ虽珍玩奇货ꎬ其始感人也亦不如是切ꎬ从而生无限嗜好ꎮ” 〔２８〕就是说在

张载看来ꎬ郑声的最大问题是促使产生“怠惰之意” “骄淫之心”以及“无限嗜

好”ꎬ这些都是对“心”的扰乱ꎮ 如果说周敦颐是从积极层面解读音乐对人内心

的影响的话ꎬ那么张载则是从消极层面强调恶俗之音对人心的戕害ꎮ 但不管怎

样ꎬ以周敦颐和张载为代表的早期理学家是非常重视音乐对欣赏者接受心理的

影响的ꎬ这种倾向在二程、朱熹乃至陆九渊的乐论中都有所承续ꎬ限于篇幅ꎬ不赘

述ꎮ
因此ꎬ无论在处理雅俗问题上出现的理性与情感的冲突ꎬ还是对音乐的“德

育”效果的强调ꎮ 理学家的乐论都沾染着明显的«乐记»气息ꎬ虽然中国古代没

有所谓的音乐心理学这样的称呼ꎬ但无疑地ꎬ这些发现都是具有普遍性的ꎬ哪怕

在现代音乐教育体系中也仍然熠熠发光ꎮ 这就使得无论«乐记»还是受其影响

的理学家的乐论ꎬ都具有了某种现代意味ꎬ甚至在强调素质教育的今天ꎬ也可为

当下的教育实践者提供某种参考ꎮ
行文至此ꎬ笔者认为中国思想史在发展过程中总体上有两个黄金时期ꎬ第一

个时期当然是先秦ꎬ作为中国文化的轴心时代ꎬ也作为后世思想的武库ꎬ提供了

思想文化向前推进的潜能ꎮ 第二个时期则是宋代ꎬ原因在于这一时期不仅实现

了儒释道思想在理论层面的融合ꎬ而且也形成了相对周延的哲学体系ꎮ 理学产

生于宋代ꎬ但却不是无源之水ꎬ无本之木ꎬ先秦时期的天道观、人性论都为其产生

埋下了古老的种子ꎮ 一直以来ꎬ我们由于受到朱熹“四书”说法的影响ꎬ往往认

为«论语»«孟子»«大学»«中庸»对理学贡献巨大ꎬ这种认识固然不错ꎬ但并不完

全ꎮ «乐记»不仅“是我国古代一部比较系统的音乐美学著作”ꎬ〔２９〕 而且也是一

部重要的哲学著作、美学著作ꎬ它对宋代理学体系的建构起到了“导夫先路”的
作用ꎬ同时正是由于宋代理学家对«乐记»思想的接受ꎬ客观上又使其思想获得

了系统性的归纳和提升ꎬ使其经过理学化的定型之后ꎬ在宋代以后的乐论发展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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继续发挥作用ꎮ
«乐记»对理学的影响是全方位的ꎬ这种影响不仅表现为其在哲学领域对理

学整体建构的重要作用ꎬ也表现为其在狭义的音乐思想层面对理学家乐论的影

响ꎮ 但也正是由于这两个方面的整体性影响ꎬ«乐记»对理学乐论的意义也就优

劣杂陈了ꎮ 具体来说ꎬ«乐记»对理学体系建构的影响是积极的ꎬ是值得肯定的ꎬ
甚至我们完全可以说没有«乐记»便没有理学的健全和完善ꎬ但另一层面ꎬ«乐
记»对理学家乐论的影响则带有消极的味道ꎬ由于在理学家眼中“道统”思想异

常严重ꎬ所以他们的乐论多停留在陈陈相因的层面ꎬ并无多少创新ꎬ其讨论的主

要内容、美学范畴、接受心理等基本上还局限在«乐记»早已设定的固有藩篱之

中ꎬ这种情况到了明代ꎬ随着心学的崛起以及民间文艺的繁荣才有所好转ꎮ

注释:
〔１〕本文所引«乐记»文字ꎬ悉据杨天宇«礼记译注»(上海古籍出版社ꎬ１９９７ 年)一书ꎬ下文不赘ꎮ
〔２〕蒋孔阳:«评‹礼记􀅰乐记›的音乐美学思想»ꎬ«中国社会科学»１９８４ 年第 ３ 期ꎬ第 １１７ － １３７ 页ꎮ
〔３〕〔７〕〔宋〕程颢、程颐:«二程集»ꎬ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ꎬ２０００ 年ꎬ第 ３２３、５７７ 页ꎮ
〔４〕李学勤:«周易溯源»ꎬ成都:巴蜀书社ꎬ２００６ 年ꎬ第 １０９ － １２０ 页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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